创新生态下知识主体协同组合对区域创新的贡献路径及演化趋势：基于动态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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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厘清如何协同知识主体、辨析创新贡献路径是提高中国创新水平和增强创新能力的关键。在对案例进行研究和过程追踪的基础上，利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2004－2019年中国29个省份的知识主体组合和时间演化进行分析；同时，对多个省份的不同知识主体进行动态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寻求不同时期条件组态的贡献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多元协同治理型的均衡知识主体贡献是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的相对合理组态，而在2004－2019年期间，中国知识主体的创新贡献存在要素波动，并且不同时段的组态贡献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以企业知识主体为主导的理论市场推动型呈现整合主导轨迹、以高校知识主体为主导的基础研发支柱型呈现缓冲主导轨迹；企业和高校在创新贡献中长期占重要地位，知识主体贡献结构较为稳固集中，但逐渐呈现出散点趋势。因此，需要根据区域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在健全创新环境的基础上有效发挥知识主体的组合效能，推动区域创新的提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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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ion Path and Evolution Trend of Collaborative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Subjects to Regional Innovation Under Innovation Ecology: Based on Dynamic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pproach

Wang Chengcheng, Zhou Jie, Li Jiaxua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Clarifying how to synergize knowledge subjects and discerning the path of innovation contribution is crucial for improving China's innovation level and enhancing its innovation capacity. Based on case studies and process tracking, fuzz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is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combination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knowledge subjects in 29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4-2019. Simultaneously, the dynamic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different knowledge subjects in multiple provinces is applied to different knowledge entities in various provinces to explore the changes in the contributions of condition configurations over different peri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lanced contribution of diversified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oriented knowledge entities is a relatively reasonable configuration for promoting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However,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4-2019, the innovation contributions of knowledge subjects in China experienced fluctuations, and the configuration contributions varied unevenly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The market-driven model, primarily led by enterprise knowledge subjects, exhibits an integrative dominant trajectory, while the foundational R&D pillar model, primarily led by universities, shows a buffering dominant trajectory. Enterpris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maintain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innovation contribution over the long term, with a relatively stable and concentrated structure of knowledge subject contributions, though a trend toward decentralization has gradually emerg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to regional realities and effectively leverage the combined effectiveness of knowledge subjects on the basis of a sound innovation environment, so as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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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今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创新已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特别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创新能力更是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创新能力，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区域创新作为重要的非线性创新方式，既是企业转型、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国家突破技术难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路径。相对于传统的线性创新逻辑，区域创新具备明显的复杂系统特征。从其涉及的边界出发，区域创新不仅包括所在区域的知识资源、知识网络、知识环境，也包括各种知识主体。其中，知识主体作为创新生态下区域创新的核心发展引擎，其产出的知识是区域能够实现持续创新的关键。因此，明确知识主体在区域创新中的行为、特征、贡献形式是研究区域创新的前提。
在区域创新演化过程中，知识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创新的不稳定性，由于不同知识主体存在着独特的创新行为，彼此间的博弈、共生、寄生等创新行为使区域创新的效率与效能均不一致。在赵树宽等[1]的研究中，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等被认为是区域创新发展的主要知识主体；而杨敏等[2]的研究也指出知识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是放大创新效果的途径之一。目前关于知识主体之间的协同研究大多探讨促进其协同合作的影响因素，包括互联网发展水平、营商环境、数字普惠金融、信息资源服务、高技术产业集聚等。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大多利用数据包络模型、系统GMM模型、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等方法对创新效率和能力进行评价，以及利用回归分析法等方法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等。 
其中，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虽可以通过构建指标对创新效率进行非参数绩效评价[2]，也使用衍生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创新效率的作用，但该种方法仅对效率进行单方面评价，无法体现系统性优势。而回归分析方法等多是用于研究影响区域创新的相关因素以及它们的影响程度。无论是对创新效率的分析和还是对创新影响的分析，上述两种方法多对区域创新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某一方面的评价。针对该种情况，有部分学者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讨不同知识主体对区域创新的效果，包括以小样本二分为基本出发点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以及fsQCA与其他模型结合的方法。此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区域创新的组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成果，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具备时滞性、连续性、关联性的复杂事件，不同知识主体的协同配合会明显波动区域创新的时序性变化，同时会改变区域创新的演化轨迹[3]，常规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难以体现不同知识主体在区域创新中的时态演化与维度变化，这便需要分时段对政府、高校、公共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等知识主体的知识产出贡献进行动态QCA分析，以了解知识主体对区域创新协同贡献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它们的演化轨迹和时序变化。
因此，本文利用动态QCA分析，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1）不同的知识主体对于区域创新发展都发挥了何种作用？（2）哪些是区域创新发展的知识主体核心条件？（3）不同区域的知识主体在创新成效上又有何种区别？（4）在2004年至2019年期间，知识主体对于区域创新贡献的转移情况是怎样的？解决以上问题对于区域创新发展，帮助区域决策者根据区域内现有的创新要素，确定实现高创新绩效的最合适路径具有重要作用。
1  理论框架
区域创新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推动知识主体创新和协调耦合是实现区域创新的首要前提，知识主体通过与其他主体配合以提升自身优势，在反作用社会的过程里获得释放发展动能。因此，在区域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与创新行为。在现有研究中，企业、高校、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作为区域创新的主要知识主体，通过知识产出、市场科技转化等不同方式使其在区域中的创新影响范围不断扩大，这种创新影响的增强使该类组织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创新主体和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为了探析知识主体在区域创新中的贡献路径，首先将根据既往研究明确区域创新中不同知识主体的类型与行为。
第一，高等学校是知识创新和传播的主体[4]。高等学校的学术资源是其知识创新的利器[5]。高校通过大量的知识产出和完善的培育研究设施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区创新的理论基底，是地区创新的重要力量之一。Atkinson等[6]的研究表明，1940年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已经逐步成为国家创新与地区科技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区域创新过程中，国家和当地政府通常通过财政拨款、政策出台等措施支持高校科研和成果转化工作，而高校则通过研究成果供给、智力创造行为等措施推动区域发展。这种创新的成果主要体现为基础论文数量产出、知识转化竞赛项目产出以及社会转化产学研结合产出。在这过程中，高校科研人员数量对成果产出起到重要作用，它们是区域创新生态和创新系统的重要参与和建设者。
第二，公共研究院及研究中心等知识主体一般为事业单位或者高校、政府资助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们通常为其他部门提供正式、非正式服务或通过合作关系加强知识应用[7]，例如为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部分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服务等。该类组织除了自身研究任务外，它们对自身和区域的创新能力体现在解决方案或报告出台数量上。这种解决方案或报告一般以科研项目的形式进行，作为衡量公共研究机构的创新效率标准之一，该类机构的报告出台则以智力辅助角色为区域创新起到辅助、支撑作用。
第三，组织主体的创新行为可能包括发展新的产品构想或技术，改善工作程序，或利用新构想或技术提高组织经济效益[8]。企业研究部门等知识主体通过实际的社会需求实现创新转化能力，该类组织的创新动力与其他部门不同的是，它是以获取利润为导向的，其更多是通过一定程度的渐进革新来增加和提升其商业功能和利润空间，且创新与社会发展产生直接联系和首要创新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进步和技术变革。而企业专利作为区域创新的重要知识产权，贯穿创新活动全过程，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本身特性影响，导致企业在涉及产品和新技术研发中需要进行合作以提高利润、增强产业链稳定性。因此，在衡量企业创新能力时，通过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知识共享行为进行测量是具有实际意义的[9]。
第四，政府部门知识主体通过完善的机制对接实现创新应用效率。该类主体对于创新能力和效率的要求更多来源于自身特性和社会需求，如政府创新要素配置的优化将显著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0]，这同样是制造业创新发展所需要的保障条件。由于自身功能与特性导致政府部门在创新产出中存在一定局限性，但政府角色定位也使其对创新具有重要的实体和制度意义。它们作为政策和制度的出台者和维护者，制定合理制度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是保障区域创新生态良好发展的长效动力，也是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
以上知识主体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但它们对创新应用转化的贡献方式并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探究以上主体创新贡献的核心与边缘条件，通过形成的组态结果发掘知识主体复合系统对区域创新贡献，在组态和时间演化变更基础上寻找合理有效的创新路径。基于此，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


图1  知识主体对区域创新贡献的理论框架
2  研究方法和数据构建
2.1  研究方法
2.1.1  定性比较分析法
定性比较分析法由美国社会学家Ragin[11]提出。作为一种基于布尔代数的集合论方法，QCA方法将定量数据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致力于从整体上分析要素组态与结果变量之间的集合关系，并回答社会现象蕴含的因果复杂性问题[12]。本文采用QCA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基于QCA方法对多因素的组态分析可以发掘知识主体对区域创新的贡献强度以及它们的创新贡献结构；第二，通过对结果的分析有利于比较不同组态之间各条件出现的场景，以便于拓展案例解释的深度和广度[13]。
2.1.2   过程追踪法
过程追踪法是一种追寻因果机制的重要方法，它可以帮助研究者探究某个现象或案例的前因后果。斯坦福大学的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率先明确使用“因果过程追踪法”这一术语来指代案例中潜在因果关联的过程机制研究[14]。由于复杂现象通常会涉及多个条件的轨迹共同决定结果[15]，因此动态定性比较分析作为一种动态的因果分析方法，可以在此基础上利用规则选取不同时间截面上的原因变量，并对样本数据进行提取分析，根据分析后的结果对原因变量进行结构性组合以探究该组合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变化。这种通过较宏观的过程追溯和较微观的截面分析便于研究者更好理解所研究数据的因果机制，帮助其更好地厘清不同结构性因素对结果产生的影响，从而探寻多个因果解释的可能性[16]。
2.2  变量选择及校准
2.2.1  变量选择
明晰知识主体的创新行为和创新产出受何种因素影响是变量测量的前提和基础，根据4类知识主体特征对各类主体进行变量构建和理论阐释（见表1）。
（1）高等教育主体。包括基础理论产出（TH）和人力资本支撑（HS）两个二级条件变量。作为衡量高等教育主体创新效率的主要变量，论文发表数量可以有效衡量高校科技创新效率[17]。教师和学生是高校知识产出的主要资本，而人才存量结构决定了学校学科的未来布局和发展潜力[18]。高校的科研论文发表是高校科技产出的主要途径之一，研究型高校乃至应用型高校的科研人员作为高校的主体部分，是与外部产生科技互动的主体。因此，将论文产出和高校研发人员数量作为选取指标。
（2）公共研发主体。包括科研经费支出（RE）和知识共享行为（SH）两个二级条件变量。2017年中国政府对科研机构的R&D投入占政府R&D总投入的58.1%，而R&D投入状况反映了科研机构在中国基础科研发展中所处的地位[19]，科研机构课题经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机构的科研活动规模，体现了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和创新注意力，因此选取政府科研机构投入的课题经费支出作为科研经费支出指标；同时作为经过机构主体智力转换的实际产出，研发机构通过课题项目报告等方式产生的知识共享行为对政府决策、技术解决等领域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实际的科技影响。
（3）市场企业主体。包括前沿技术革新（FT）和市场创新转化（MA）两个二级条件变量。企业的创新动力来源于利润，而企业获取利润乃至长期发展必须要进行技术革新以保持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而专利等知识产权贯穿创新活动全过程[20]，其申请和持有是企业保持优势地位的重要方式；同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单纯的理论创新并不能帮助企业直接获得利润、稳固自身市场站位，因此将自身创新转化为市场需要的新产品成为大多数企业发展的重要路径。这类创新转化往往体现企业的新产品上，新产品的出现和转化促进了企业主体对区域的创新贡献。
（4）政府机构主体。包括环境基础配置（EN）和制度政策支持（PO）两个二级条件变量。在宏观层面，政府科技投入作为调节经济运行和创新的重要工具，直接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 [21]，因此政府的科技投入对于区域创新效果具有重要作用和推动力[22]。除了对区域创新采取资金支持以外，政府的制度支持是推动区域创新的另一重要因素，政府通过政策保障区域创新系统和合理运行，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区域创新优化发展[23]。
2.2.2  样本选择
在数据有效性及完整性为首要原则并考虑数据时效性的基础上，我们决定选取除港澳台、新疆和西藏外的中国29个省份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在样本选择上我们根据已出台研究报告和数据，并参考曹萍等[24]研究的条件变量选取以下指标，指标主要来源包括《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政报公报期刊文献总库。
表1  变量的构建与说明
	变量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名称
	变量描述
	数据来源

	结果变量
	创新贡献率A1
	创新指数（IE）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综合得分/分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bookmark: _Hlk137372822]条件变量
	高等教育主体B1
（基础原始要素）
	基础理论产出
	高校发表科技论文/篇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支撑
	高校研发从业人员数/人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公共研发主体B2
（知识应用要素）
	科研经费支出
	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知识共享行为
	科研机构R&D课题数/项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市场企业主体B3
（市场转化要素）
	前沿技术革新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件
	《中国统计年鉴》

	
	
	市场创新转化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项目数/项
	《中国统计年鉴》

	
	政府机构主体B4
（制度保障要素）
	环境基础配置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亿元
	《中国统计年鉴》

	
	
	制度政策支持
	省级创新政策法规出台数量/项
	中国政报公报期刊文献总库


2.2.3  数据校准
数据校准是进行QCA分析的数据适应性构建和前置要求。根据以上变量指标，对变量数据进行校准，在数据校准过程中根据完全隶属、中间隶属以及完全不隶属分别选取阈值对目标变量进行校准。参考Andrews等[25]人对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选择方法分别选取95%和5%作为完全隶属锚点和完全不隶属锚点，选取中位数（50%）作为模糊集中间隶属锚点，并通过3个锚点分别对目标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校准。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校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完全隶属锚点
	中间隶属锚点
	完全不隶属锚点

	高等教育主体
	基础理论产出
	136 182.50
	38 089.00
	4 311.5 

	
	人力资本支撑
	187 375.50
	89 783.00
	10 649.50

	公共研发主体
	科研经费支出
	6 865 402.00
	461 581.80
	35 808.65

	
	知识共享行为
	24 160.00
	2 682.00
	644.50

	高新企业主体
	前沿技术革新
	278 204.00
	20 856.00
	1 130.50

	
	市场创新转化
	128 508.50
	12 714.00
	547.00

	政府机构主体
	环境基础配置
	870.42
	109.93
	19.43

	
	制度政策支持
	68.50
	16.00
	1.50


3  数据检验及分析
3.1  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组态分析前，需要对单个指标进行前置必要性检验，以判断指标是否是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当单个变量的必要性大于0.9时，即可判断该变量是否为结果的必要条件。通过计算得出所有单变量的一致性数值均没有超过0.9（见表3），说明对区域创新产生贡献并不是某一变量的影响结果，而是多变量的组态影响。
表3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TH
	0.896
	0.782

	~TH
	0.541
	0.439

	HS
	0.861
	0.781

	~HS
	0.539
	0.422

	RE
	0.781
	0.807

	~RE
	0.667
	0.473

	SH
	0.740
	0.822

	~SH
	0.688
	0.465

	FT
	0.834
	0.906

	~FT
	0.669
	0.458

	MA
	0.827
	0.872

	~MA
	0.644
	0.450

	EN
	0.871
	0.868

	~EN
	0.597
	0.434

	PO
	0.813
	0.771

	~PO
	0.592
	0.447


注：~代表“非”。
3.2  真值表构建及组态分析
遵循Fiss[26]和杜运周等[27]的建议，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最低案例覆盖度设为1，构建真值表并得出相应复杂解、简约解以及中间解。根据中间解结果（见表4），将创新效率影响组态分为多元协同治理型、环境市场配置型、理论市场推动型以及基础研发支柱型。
类型一：多元协同治理型。该类知识主体组合包括组态1和组态2，以江苏、广东、北京等省份为代表。这种组合是一种较为完善均衡的区域创新组合，无论是在基础研究、课题促进、市场转化、政府支持等方面都具有一定基础和竞争优势。由于经济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等新兴技术发展程度高、市场机制完善、区域内高校和机构较多，此类省份对区域创新呈现出均衡贡献趋势，但也是因为这种均衡架构导致其创新发展更需要建立更加合理的知识转化通道，以促进不同主体的有效合作，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类型二：环境市场配置型，包括组态3和组态6。政策市场推动型主体组合主要由企业研发专利和新产品转化发挥主导作用，同时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类型区域贡献组合。但该类组合的省份可能在科技创新成效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基础研究不足、市场科技转化机制不完善等情况。该类型省份组合包括江西、福建等，以江西为代表的环境市场推动型省份由于地域位置、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等原因导致其他主体的创新供给不足，同时高校和研究机构在该类省份较少，使其研究资源供给较贫瘠，这也是该类省份呈现环境市场推动型的重要原因。
类型三：理论市场推动型。组态4为理论市场推动型主体组合，主要由企业等市场主体和高校基础理论产出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高。该类组合省份的创新驱动力主要由高校的基础科技理论产出提供创新思路和基础，同时以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和技术革新作为科技转化的重要环节促进区域创新。该类知识主体组合主要以湖南为代表。相较于其他省份研究机构的数量、政府创新支持环境的完善，以湖南为代表的省份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短板，可以将高校和政府财政支出以市场化的方式连接起来，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有效增长。
类型四：基础研发支柱型。组态5为基础研发支柱型知识主体组合。该组合是一个相对重视基础研究的组合形式，虽然它短期内不一定能够通过市场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但该类组合有着足够的基础理论产出和项目课题产出，它能够对社会发展起到包括技术迭代、政府决策等间接而有效的促进作用。该类省份以陕西为代表，陕西区域内有着多所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使得基础研发在该地区的区域创新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形成良好区域创新生态还应加强诸如市场科研成果转化和创新制度保障等措施。
表4组态分析结果
	变量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TH
	●
	●
	◎
	●
	●
	◎

	HS
	
	
	
	
	
	◎

	RE
	●
	●
	◎
	◎
	●
	◎

	SH
	●
	◎
	◎
	◎
	●
	●

	FT
	●
	●
	◎
	●
	◎
	●

	MA
	◎
	
	
	
	◎
	

	EN
	
	
	
	
	◎
	

	PO
	
	●
	◎
	◎
	●
	

	原始覆盖度
	0.571 
	0.610 
	0.349 
	0.404 
	0.379 
	0.315 

	唯一覆盖度
	0.010 
	0.032 
	0.002 
	0.016 
	0.029 
	0.022 

	一致性
	0.987 
	0.976 
	0.869 
	0.928 
	0.902 
	0.977 

	总覆盖度
	0.725

	总一致性
	0.881


注：●=核心条件存在，◎=核心条件缺失，=边缘条件存在。下同。
4  动态定性比较分析
为探究不同条件组合在不同时段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多个省份的不同知识主体进行动态QCA分析，以寻求不同时期条件组态的贡献变化情况。在研究时段选取上，将每隔5年进行一次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分时段的组态分析结果
	[bookmark: _Hlk172904406]变量
	第一时段（2004－2009年）
	第二时段（2010－2014年）
	第三时段（2015－2019年）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TH
	●
	●
	●
	●
	
	●
	
	
	
	◎
	◎
	
	
	◎
	
	
	◎

	HS
	◎
	●
	●
	●
	◎
	●
	
	
	
	◎
	◎
	●
	●
	●
	●
	●
	◎

	RE
	●
	●
	◎
	●
	●
	◎
	
	
	◎
	
	◎
	
	
	◎
	◎
	
	◎

	SH
	◎
	◎
	◎
	◎
	◎
	◎
	
	◎
	◎
	◎
	
	
	◎
	◎
	◎
	
	

	FT
	●
	●
	●
	◎
	●
	●
	●
	●
	●
	●
	●
	
	
	◎
	
	◎
	

	MA
	●
	●
	●
	◎
	●
	●
	●
	●
	●
	●
	●
	◎
	●
	●
	●
	◎
	●

	EN
	●
	●
	●
	◎
	◎
	●
	
	
	◎
	
	
	●
	●
	●
	●
	◎
	●

	PO
	
	◎
	
	◎
	◎
	◎
	◎
	◎
	◎
	◎
	
	●
	
	◎
	◎
	
	●

	原始覆盖度
	0.424 
	0.542 
	0.480 
	0.356 
	0.318 
	0.403 
	0.569 
	0.529 
	0.350 
	0.307 
	0.297 
	0.571 
	0.610 
	0.349 
	0.404 
	0.379 
	0.315 

	唯一覆盖度
	0.023 
	0.041 
	0.033 
	0.040 
	0.022 
	0.022 
	0.033 
	0.007 
	0.033 
	0.023 
	0.023 
	0.010 
	0.032 
	0.002 
	0.016 
	0.029 
	0.022 

	一致性
	0.989 
	0.999 
	0.994 
	0.931 
	0.977 
	0.964 
	0.997 
	0.973 
	0.950 
	0.966 
	1.000 
	0.987 
	0.976 
	0.869 
	0.928 
	0.902 
	0.977 

	总覆盖度
	0.728
	0.698
	0.725

	总一致性
	0.941
	0.960
	0.881


4.1  单时段独立分析
如表5所示，第一时段（2004－2009）组态表共出现6种组态。除组态4和组态5外，其余组态呈现为理论市场推动型，同时伴随着一定的政府支持。即高校进行基础研究以及企业技术研发和新产品市场转化为主要方式，企业和高校成为当地知识主体创新主要贡献者。虽然科研经费支出和环境基础配置也在组态中存在，但组成理论市场推动型的知识主体在该时段组态中占据主要地位，对区域创新的贡献发挥主要作用。这种知识主体贡献结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创新发展，但也需要政府科研资金投入和科研机构知识应用转化等方式为创新注入动能，促进区域创新生态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然而，其高端创新基础较差，可能存在中后期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况。
第二时段的组态为理论市场推动型，有5种具体的组态，主要贡献主体依旧为高校和企业。虽然该时段中的部分组态与前一时段相似，但第二时段的高校作用和贡献相较第一时段出现下降趋势；而在该时段的组态4和组态5更呈现出企业主导状态，企业知识主体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除政府知识主体外，高校及科研机构主体贡献同样减少，反映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了企业等市场主体发展和创新贡献度的增长，但也一定程度弱化了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贡献效率，这跟市场经济的效益化取向有重要联系。
与前两个时段的集中式组合相比，第三时段的知识主体贡献组合更加多样。该时段主要贡献主体为高校、企业和政府，同时在政府知识主体逐渐发挥出更大的贡献作用基础上，三方主体进行组合形成多元创新贡献格局，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区域创新生态环境的优化和提升。而企业知识主体的前沿技术革新以及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支出和知识共享行为在该时段下的作用发挥不明显，说明中国区域创新发展逐渐呈现政府促进下的多元主体散点贡献趋势，这种趋势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协调性，促进中国创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4.2  多时段动态演化分析
出于动态研究目的，需要基于整体和系统性的视角，将不同时段的分析结果进行演化分析，因此分别对3个时段里14种组态的核心条件进行显影处理。得到如表6所示核心条件显影图。可以看到，核心条件在前两个时段的发展趋势较为稳定，在第三时段呈现出散发趋势，从整体上看呈下行演化趋势。
表6  分时段核心条件组态分析显影结果
	变量
	第一时段（2004－2009年）
	第二时段（2010－2014年）
	第三时段（2015－2019年）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TH
	
	
	
	
	
	
	
	
	
	◎
	◎
	
	
	◎
	
	
	◎

	HS
	◎
	
	
	
	◎
	
	
	
	
	◎
	◎
	
	
	
	
	
	◎

	RE
	
	
	◎
	
	
	◎
	
	
	◎
	
	◎
	
	
	◎
	◎
	
	◎

	SH
	◎
	◎
	◎
	◎
	◎
	◎
	
	◎
	◎
	◎
	
	
	◎
	◎
	◎
	
	

	FT
	
	
	
	◎
	
	
	
	
	
	
	
	
	
	◎
	
	◎
	

	MA
	
	
	
	◎
	
	
	
	
	
	
	
	◎
	
	
	
	◎
	

	EN
	
	
	
	◎
	◎
	
	
	
	◎
	
	
	
	
	
	
	◎
	

	PO
	
	◎
	
	◎
	◎
	◎
	◎
	◎
	◎
	◎
	
	
	
	◎
	◎
	
	



在具体演化分析上，王颖等[28]、王世权等[29]学者分别从演变轨迹和区域经济象限的思路对组态结果进行解释。本文借鉴Litrico等[30]根据演变轨迹的分析方法，对3个时段的不同类型组态演变轨迹进行归纳。高等教育及高新企业主体从第一时段到第三时段从整合主导轨迹向缓冲主导轨迹逐渐变化（见图2），其中整合主导轨迹说明一种组态在不同时段里发展较为稳定，由此看来第二、三时段高等教育及高新企业主体对区域创新贡献的影响相对来说较第一时段更低，同时多个区域创新贡献主体组合呈现以企业主体为主导的理论市场推动型，包括2004－2009年的江苏、山东，2010－2014年的广东、湖北以及2015－2019年的湖南等，说明市场和高校知识主体在区域创新贡献中的重要作用。而以高校主体为代表的基础研发支柱型在3个时段发展中呈现出缓冲主导轨迹，在这种组合中，高校主体虽然在中间一段时间内作用发挥不明显，但随时间推进逐渐回到了原有贡献轨道上（见图2）。政府机构主体对区域创新贡献的影响逐渐增强（见图3），从缓冲主导轨迹逐渐向整合主导轨迹演变，政府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贡献力量不断增强。最后，公共研发主体从开始的整合主导轨迹向第二、三时段的混合轨迹演变，虽然区域创新贡献有所下降，但也呈现出稳定的贡献效能（见图4）。
在单变量演化分析上面，市场创新转化呈现出稳定的整合主导轨迹，前沿技术革新和环境基础配置两个变量则呈现出混合轨迹，它们在3个时段内交替对区域创新贡献产生影响；而高校主体的人力资本支撑在中间时段效用较低，但后期又逐渐产生作用，呈现出缓冲主导轨迹。同样与高校基础理论产出呈现出转折轨迹的还有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支出，其在前两个时段对区域创新具有主要影响，但不存在于第三时段。虽然政府主体的知识共享行为和制度政策支持作为核心条件变量的时段较少，但总体较为稳定。
[bookmark: _GoBack]【核实图2（b）的混合轨迹图是否有误】


（a）整合主导轨迹				（b）混合轨迹				（c）缓冲主导轨迹

图2  高等教育及高新企业主体动态演化轨迹
（a）缓冲主导轨迹				（b）混合轨迹			（c）整合主导轨迹
图3  政府机构主体动态演化轨迹


（a）整合主导轨迹				（b）混合轨迹				（c）混合轨迹
图4  公共研发主体动态轨迹演化
5  稳健性检验
在检验方法上，采取调整一致性阈值区域对创新贡献知识主体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综合上述研究情况，决定采取调整一致性阈值区域对创新贡献知识主体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通过对拟合参数进行分析，当分别把2004－2009年、2010－2014年、2015－2019年的分析一致性阈值提高到0.85时，2004－2009年与2015－2019年的结果一致性和覆盖度均未发生变化；2010－2014年的结果覆盖度由0.698微降至0.666，结果一致性由0.960轻微升至0.961。其次通过对条件组态进行分析，2004－2009年与2015－2019年的条件组态数量没有变化；2010－2014年的组态结果仅减少1个，且该稳健性检验组态为原分析组态的子集，可说明原分析组态的相对稳健性。从总体上看，稳健性检验组态结果与原分析组态结果保持基本一致，证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6  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不同区域的主要知识主体在区域创新贡献中衍生出4种组态，同时对知识主体创新组态以及单变量的演变分析说明不同组态和单变量在2004－2019年期间对区域创新贡献呈现不同贡献影响。
第一，通过对不同知识主体进行QCA分析，得出多元协同治理型、环境市场配置型、理论市场推动型以及基础研发支柱型4种组态类型，它们由多个影响因素组成，并且不同创新组态由于地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环境市场推动型和理论市场推动型是以企业主体为主导的组态类型，而基础研发支柱型则是以高校主体为主导的组态类型，由此可知企业和高校知识主体曾在区域创新贡献中占据重要地位，高校和企业的推动可以有效地将基础知识研究转化为区域创新成果，促进基础知识和相关理论的实际运用；同时，科技转化为生产力需要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应用的转变，虽然高校和企业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基础研发到转化运用的创新代表主体，但区域创新中其他主体的缺失会影响区域创新链的创新转化范围和转化效率。因此，区域创新发展需要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资金投入等其他因素的共同推动，为区域创新提供优良创新生态环境，促进区域创新的有效发展。
第二，通过对创新贡献组态和单变量的多时段演化分析可知，知识主体贡献结构在区域创新发展贡献中较为稳固和集中，但也逐渐呈现出散点趋势。主导轨迹显示出组态或单个变量的稳定贡献，说明了该组态或变量代表的贡献结构较为稳定，由于地域和历史因素包括高校位置、科研机构无法随意设置等情况，导致知识主体结构偏于稳定。稳固的知识主体贡献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区域创新发展的，因为创新需要活力和有效驱动力，稳固和集中的主体结构可能意味着驱动主体和创新架构的固化以及创新活力的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主体贡献结构逐渐呈现出下行趋势，政府主体的创新贡献度逐渐上升。与此同时，第三时段的核心条件分布也出现散点趋势，这可能在短期内影响区域创新产出，但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有利于增强区域创新活力，促进创新质量的提升。
第三，从整体来看，知识主体组合需要与当地现实情况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区域创新。中国不同省份在经济发展、创新社会基础、区域发展定位、创新思想认识等多方面存在差别，如承接农业发展功能较多省份在区域创新发展上可能没有承接工业发展功能较多省份的创新产出多，经济发展较差省份与经济发展较好省份在创新资金投入方面无法相比，不同的省份数字化程度不同等，因此需要根据现实情况正视当地知识主体组合，在现有组合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以提升当地区域创新发展效能。
6.2  研究启示
自“新质生产力”概念被提出以来，科技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对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重要作用，知识主体作为推动区域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其创新贡献能力和创新贡献结构需要在认识现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提升以促进区域创新的更有力发展。
第一，良好的环境是推动事物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发展首先要形成促进创新发展的优良创新环境，具体包括建立健全创新失败容错纠错机制，给予科研人员充分的研发空间，提升创新环境容载力，允许创新研发与应用转化在合理区间内有一定的无责任资金和资源损耗等。此外，在区域创新的过程中，各知识主体还需考虑降低短板效应带来的消极影响，培育提高知识主体的短板创新能力、利用知识主体优势能力降低或消除其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短板劣势，以提高区域的整体创新水平。
第二，协调的发展格局是区域创新的健康基础和持续性动力，区域创新发展需要不同知识主体的协调耦合，以创新目标为导向建立各主体交流合作机制，促进创新不同环节的有效衔接和整合提升。为了实现该目标，当地政府首先应推动以多主体协同合作的研发平台建设，形成以大项目科技攻关为主的平台创新机制和特殊项目、一般项目为主的分散式、特长式创新机制的多层次研发体系。其次，在形成区域创新的基本架构后，还需加强各知识主体的知识流动，深化知识协同的深度与广度。最后，根据各主体的现实情况和自身特点，充分激发各主体的创新动能，以合理架构形成科学的区域创新转化生态系统，促进知识主体创新职能的有效发挥，释放区域创新发展的隐藏潜能。
第三，区域创新的发展首先需要不同知识主体的共同推动，区域创新不是某个主体或者组织的“独角戏”，而是知识创造者、转化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大合唱”。从单一区域的角度出发，各知识主体需要结合自身职能发挥好创新作用，打通各知识主体创新链，形成良好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从全国的创新生态培育的角度出发，需要在现有区域创新格局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对不同区域的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如在政府创新支持较低的湖南、陕西等地区提高研发资金投入，加大对该类地区的政策倾斜，以此提高政府机构主体和公共研发主体的参与度，推动地区创新贡献形成协调发展格局。
创新发展不是基础理论的简单堆叠，不是相似产品的“换壳”上市，更不是财政资金的浪费转移。推动创新发展需要在结合知识主体区域创新格局基础上，结合区域现实情况和发展要求，使各主体踏实发挥好自身作用、形成创新合力，提高区域创新活力，促进区域创新生态积极向好发展和区域创新质量、效率提升。
6.3  研究局限与不足
知识主体作为区域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对于新兴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进步发展具有核心作用。在社会资源有限的现实情况下，了解知识主体在区域创新中的协同发展模式和贡献程度是促进知识主体作用有效发挥的关键参考。然而，由于近3年数据不完整以及新冠疫情等较强影响之外界因素出现，本文剔除了2020－2023年的相关数据，将在后续研究中采取可替代指标等方式持续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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